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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

“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

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

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

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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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

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

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

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

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

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

“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

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

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

“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２卷第５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１９１７年２

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

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

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

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

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

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

  



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

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

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１９０６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

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

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

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１９１７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

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１９２２年，他更是致书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

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李大钊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

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

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

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

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

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

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

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

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

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

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

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

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

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２

０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２０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

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

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

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

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

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

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

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

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１

９２０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

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

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

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

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

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１８９７年在《苏报》

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

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

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



  

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

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

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

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

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１９１２年创作的文

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

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

“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

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

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

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

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

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

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毛泽东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

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１９１９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

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

后有１９２７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１９１９年更明显的社会

变迁，选择１９１９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

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

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

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

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

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

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

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

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

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

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

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

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

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２０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

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

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

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

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

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

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

论史》（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

程》（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

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２０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２０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２０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等，这些著作

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

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

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ＧｅｏｒｇｅＫｕｂｌｅｒ）在其

《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

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

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

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

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

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

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

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

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

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

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

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

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

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

因为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

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

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

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

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

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

展提供资源。 

 

*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为２

００４０３６４４７。 

 

（出处：《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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